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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的分析视角，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将一对农民工夫妇进城打工的２０年历程作为一
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考察不同人生阶段和不同历史时期行为主体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发生的变化。研究发现，社
会变迁使得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从强关系为主逐渐转化成弱关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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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国大量农民工开始涌入
城市。随后人数逐年攀升，在９０年代中后期形成
波澜壮阔的局面。“民工潮”成为中国独特的社会
现象，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政治的现代化建设［１］。
２０１４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１３年全国农民工监
测调查报告显示，２０１３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２６８９４万人。农民工是现代中国不容忽视的群体，
他们与城市的建设发展息息相关。深刻分析农民
工流动轨迹及其社会关系网络，是准确把握这一
群体社会行动的重要基础。
费孝通在 《乡土社会》一书中，提出了 “差

序格局”说，深度剖析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人
际关系网络，并发现其大多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
为纽带构建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地缘结构十分浓
厚。农民工来到陌生的城市打工，老乡成为可以
寻求帮助的对象之一，同乡关系成为农民工社会
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凭借以血缘和地缘
为基础的初级关系网络获得信息和支持，同乡关
系是其进入城市、融入城市、扎根城市的主要途
径。现有的调查资料表明，有６５．８％的农民工是

靠亲缘和地缘关系获得工作信息，靠这种途径在
城里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农民工近７５％［２］。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

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正以空前的力量在
解构并重塑这个社会。这一历史过程无疑也对农
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个值
得关注的问题是，农民工的价值观发生变化的同
时，同乡因素在生活和工作的重要程度是否也发
生变化？同乡因素在农民工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
的影响程度是否会发生变化？社会变迁对农民工
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这无疑都
值得反思。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近三十年来社会变迁

的大背景下，客居他乡的农民工同乡关系网络究
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何种因素使之所然？为此，
本研究尝试通过对一对农民工夫妇生命历程的研
究，来揭示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同历史时期同乡
因素的影响程度。

二、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方法

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和性质直接影响农民工进
入城市、融入城市的途径和方法。邹新树 （２００５）
根据 “推－拉”理论认为农民工个体向城市流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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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是市场中的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亲
属、朋友、邻居以及亲属的亲属、朋友的朋友、邻
居的邻居组成的社会关系是城市拉力之一，因此会
形成 “老乡现象”。［３］李树茁等人 （２００７）对深圳农
民工的调查显示：现阶段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关
系构成仍以强关系为主。［４］钱芳、陈东有 （２０１４）
等人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农民工都是通过
强关系实现就业的，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农民工
就业满意度更高。［５］冯建荣 （２０１１）指出，乡土网
络为基础的强关系依然是农民工寻职的主要方式，
他们更多的是通过亲缘、地缘关系寻找工作，为
“陌生人世界”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帮助。［６］综合来
看，以往研究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成果中，大多
从横向的角度、以农民工群体视角出发分析农民工
社会关系的特征及作用，认为社会支持网具有以强
关系为主的乡土特点。
这种分析视角有助于我们对一个截面时点的

农民式社会关系网络较好的认识，但它难以满足
我们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在纵向维度上的审视，
对于进城后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缺乏足够
的解释力。笔者认为，生命历程理论可以为我们
剖析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动态演化过程提供一
个纵向分析视角。鉴于此，本文试图借鉴生命历
程理论为分析视角，以深度访谈为主的个案研究
方式，对一水果商铺夫妇进城务工２０年的生命历
程进行研究，分析农民工同乡因素对城市工作生
活的影响随时代的发展变化，并尝试对这种变化
进行解释。
上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生命历程理论在国外出

现并得到迅速发展。美国埃尔德教授在 《大萧条
的孩子们》中首次提出了生命历程的概念。国内
生命历程理论兴起较晚，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李强
为代表的中国学者首次运用生命历程理论分析在

中国转型时期国人生命历程与中国体制、教育与
希望工程等重大事件的关系。随后包蕾萍、李钧
鹏、常春梅等人发展了我国的生命历程研究。现
如今国内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都
相继出现了不少生命历程的研究。目前社会学学
者也开始运用生命历程理论研究社会转型对流动

人口的影响等问题。邓建伟、董潘 （２００１）则在
生命历程视角下分析三峡移民问题［７］；张红
（２００８）从一种生命历程理论的分析视角探讨农民
工市民化问题［８］；袁松 （２００９）等人运用生命历
程理论研究了农民工外出打工到最终返乡的长期

过程，并比较分析不同生命组的农民工［９］。
所谓生命历程，大体是指按时间顺序，把一

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事件和所扮演的角色
排序所构成的生命序列。生命历程研究主要是指

探寻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历史背景和重大事件对个
体的行为及心理的作用及影响。埃尔德曾提出个
体的生命历程被时间塑造着，并且个体具有主观
能动性，可以建构他们自己的生命历程。一个事
件发生的时间往往比这一事件本身更具有价

值。［１０］生命历程理论把个人镶嵌到社会背景中去，
着重强调时间和事件的重要性，将微观和宏观的
分析角度相结合，研究个人主观能动性与社会历
史背景的关系。本研究调查对象为水果商铺的农
民工夫妇，把同乡因素作为一个事件，将其放在
调查对象的生命历程中来考察。运用以深度访谈
和参与观察为主的定性研究方式收集资料，调查
小组先后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到２０１５年１月对被调查
者前后进行了数次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控制
在１．５～２小时之间，尽可能把访谈安排在店铺
生意不忙的时间段，调查员以顾客或熟人的身份
接近访谈对象，增加被访对象的信任感，在此基
础上根据研究主题询问相关问题。同时，调查员
也在其生意繁忙的时间到店铺帮忙，参与到访谈
对象的日常生活，观察与周围商铺的关系，补充
和证实访谈资料，结束后调查员整理访谈笔记和
观察记录。

三、研究对象的生命历程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

生命历程理论的 “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原理
强调出生组效应和地理效应，历史力量会潜移默
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水果店夫妇 Ｗ 俩皆于１９６２
年出生在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郸城县面积１４９０
平方公里，人口１３２．８９万，耕地１６３．７万亩。由
于三年自然灾害逐渐消退，国民经济逐渐复苏，
补偿性生育使得１９６２年的出生率增长到３７．０１‰，
１９６３年的出生率增长到４３．３７‰ （该年共出生人
口２９５９万）［１１］，掀起了一波 “婴儿潮”。通过采
访我们得知夫妻俩的家庭条件都一般，家中兄弟
姊妹众多，丈夫是家中老大，有四个弟弟和三个
妹妹。家里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以种植玉米和
蔬菜为生。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未完成九
年义务教育，两人只有小学文凭。农村生活仍然
非常看重乡土性的亲缘地缘关系，特别像婚姻这
种大事，十分注重地缘因素，认为 “亲家离得越
近越好”。夫妇 Ｗ 都在同一个村子里，２５岁时通
过亲戚朋友介绍认识，见了两三次面后就按照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了。
郸城位于河南省东部，其为豫东平原，与安

徽省接壤，被誉为河南东大门。郸城地处两省三
县交界处，三条省道交汇于此，西邻周口港可通
长江直达长三角，便利的交通给农民工的外出打
工提供了便利。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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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迅速发展，巨大的物质诱惑吸引了中西部的
贫困农民，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成群结队地进入城
市，夫妇 Ｗ 便是其中的一对。
在夫妇 Ｗ 的经历中，同乡因素在不同时期的

作用是不同的。据研究对象回忆，大概是在１９９２
年他们３０岁左右，第一次和同村的三四家老乡一
起结伴来到山西省太原市。之所以选择太原市是
因为 “那里之前就有老乡在，想这样也方便有个
照应”。他们带着一岁多的女儿，和几家老乡合租
一个院子，老乡成为他们生活工作中主要的求助
对象。“刚开始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都靠老乡
了，什么租房子、找工作啊，都要靠老乡帮忙。
在那俺俩就卖蔬菜，也是老乡告诉我哪里进蔬菜，
在哪卖生意好挣钱多……”
同乡因素对推动夫妇 Ｗ 第一次进城打工作用

很大，间接指导着他们在城市迁移的时间和方向。
起初 Ｗ 夫妇只具有进城打工的动机，同乡陪伴把
动机转变为行动。选择山西太原市作为目的地也
是因为老乡的缘故，希望以后可以 “有个照应”。
刚来到太原市，住房和工作依靠老乡的帮助，社
会关系网络也仅限于同乡关系。在此时期农民工
获取资源和信息主要通过初级的以地缘为基础的

强关系社会网络，同乡关系是其主要的社会资本，
更倾向于关系信任而非制度信任。五千年的农耕
文明的最大特点是土地不能移，世世代代都在家
族的土地上耕种，这大大限制了他们流动的可能
性，因此更多地是从社会本身的不流动来得到信
任［１２］。当农民走向城市，熟悉的亲朋好友被陌生
人取代，周围环境的变化加剧了内心的不安全感，
因此需要从原有的传统社会中尽可能寻求安全感。
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就业
信息不完善，就业制度不健全，加大农民工到陌
生城市扎根的困难性，而同乡的帮助是最佳选择。
后来因山西省的经济水平较落后和环境污染

等原因，夫妇 Ｗ 在太原市工作了将近一年就和几
个老乡一起回到家乡了。但是在３５岁左右的时
候，迫于三个孩子 （后两个是在回乡之后生的）
的抚养压力和城市高收入的吸引，他们再次和几
个老乡一起去大连市务工，这次选择大连市是因
为 “正好有一个老乡在大连市，干的还不错，我
们和几个老乡就准备过去找他”。到大连市之后，
夫妇两个人租了房子，虽然没有和同乡住在一起
但几家挨得比较近，平常有事也可以帮忙。“其实
平常有事邻居帮助比较多，在一个菜市场的朋友
也比较熟。”
３５岁左右的时候夫妇 Ｗ 第二次进城务工，
同乡因素依旧影响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的选择，但相比于第一次山西打工其作用力在下

降。这次选择大连市也是有老乡的作用，平时老
乡之间来往频率高、互动多，但与此同时和周围
商铺的交往也在渐渐地加强，弱关系网络的作用
不断显现出来，次级关系网络逐渐形成。“工具性
行动”（林南，１９８９）支配农民工根据异类互动原
则，寻求与异类互动的机会去增加还没有被个人
支配的有价值的资源。［１３］在最后夫妇 Ｗ 返乡时，
也有一些同乡继续留在大连市，彼此的社会网络
都不仅限于同乡关系，社会关系网络逐渐地扩大。
后来由于大连市天气太冷的原因，工作了大

半年后夫妇 Ｗ 最后还是选择返乡。大约在１９９９
年，丈夫弟弟打电话告诉他们 “上海奉贤这边有
大学好做生意，而且物价也比较低，租房子也便
宜，他问我要不要来……”通过弟弟的介绍和提
供的资源他们准备到上海卖水果。到了上海后单
独租了房子，后来还把孩子接过来了。但是这次
进城经历老乡的来往就很少，“现在在上海，老乡
也没有多少了，原本奉贤也有几个老乡，后来就
慢慢不联系了，没有之前亲了，现在都各干各的，
平时挺忙的，都是想好好挣钱，来往的也少了”。
但与此同时，城市里结交的朋友越来越多。“到了
这边吧，周围人好多都是安徽的、上海的、江苏
的，也有几个河南的。他们人都挺好的，我们关
系也很好，没事也可以聊聊天”。
３７岁左右的时候，夫妇 Ｗ 第三次进城打工，
这次同乡因素作用就十分有限。虽然是在弟弟的
介绍下、血缘关系的作用下来到上海奉贤，但来
到上海之后夫妇俩独自租一间房子，与弟弟和同
乡的联系很少，一年中和弟弟见面也不过一两次。
后来也有几个老乡陆陆续续来到上海奉贤，但平
常也没有往来，也不清楚他们居住的地方，偶尔
也会有老乡来买水果，闲聊几句。现在夫妇 Ｗ 遇
到困难往往会向周边商铺寻求帮助，平时晚上也
经常和周边邻居打牌、聊天打发时光。我们在参
与观察中，也注意到商铺间关系不错，闲下来时
也会偶尔开几句玩笑，聊聊家长里短，如果一家
有事其他人也很愿意帮忙，并没有出现来自同一
个省份的老乡关系会更好的现象。新时期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不
仅仅局限在初级同乡网络，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
弱关系的作用将不断扩大。想要在城市中立足，
完成 “农民工”到 “城里人”的社会化过程和转
变，农民工需要构建以初级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以
工具性为取向的新型次级社会网络。［１４］

四、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的影响因素
从１９９２年开始至今，研究对象夫妇 Ｗ 经历

了从山西到大连市，再从大连市到上海的农民工
城市打工历程，期间同乡关系的影响程度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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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不断地变化，以血缘和地缘的初级社会关系
网络逐渐转变成以业缘为基础的次级社会关系网

络，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生命历程理论告诉我
们，这种变化是历史力量、时代特征和个人主观
能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夫妇 Ｗ 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代表，他们在

１９９２年第一次走出农村，走进城市追求更好的生
活。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推进了我国
改革开放的进程。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进一步
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
地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阶段。我国工业
化和城市化建设的需要促进了第一代农工潮，这
一现象曾被 《美国周刊》惊呼为 “有史以来最大
的人口流动”。［１５］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
入全新阶段，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中国开放大门
逐步走向世界。中共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
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中
共十五大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２１世纪中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法治建设的逐渐完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多
元包容等社会风气的不断形成，引导着农民工工
具性选择和理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现代农民
工思想更加开放，要求平等、尊重、理解，以地
缘、血缘为依托，重视业缘交往，交往功利性增
强。［１６］市场经济和利益机制增强了农民工价值目
标的自我性和务实性，冲击着传统的乡土价值观。
观念的变化指导着行为的转变，农民工更加注重
自我的长远发展，群体观念相对减少。与此同时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也带动了农民工融入城镇，身
份认同感和成熟归属感相应增强，安全感上升，
与城市居民、同行业从业者的心理距离随之减少。
相关国家政策和制度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农

民工的关系网络。最典型的中国 “二元制”城乡
格局和严格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工和城市居民
的平等交往，增加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和困
难，农民工来到城市始终感觉自己是 “过客”，很
难转变自己的身份，因此，只有通过强关系同乡
网络来获取信息和帮助。近年来，我国不断改革
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发展
差距。２０００年农村税费改革、农产品加工业的发
展、市场化改革等都带动了农村的发展，是政府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４日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意见》中
指出，准备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
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

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１７］社
会保障制度进入城乡一体化推进时期，农民工参

保率不断上升，非城市户口也可享受养老、医疗、
工伤等保险和福利待遇。下表为根据 《２０１２年全
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制成的外出农民工参加
社会保障的比例的表格。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情况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养老保险 ９．８％ ７．６％ ９．５％ １３．９％
工伤保险 ２４．１％ ２１．８％ ２４．１％ ２３．６％
医疗保险 １３．１％ １２．２％ １４．３％ １６．７％
失业保险 ３．７％ ３．９％ ４．９％ ８．０％
生育保险 ２．０％ ２．４％ ２．９％ ５．７％

　　２０１４年２月７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城乡一体化增强了农民工与城市
居民互动的积极性，弱关系的作用不断增强。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很多关于农民工就业的

政策方针，完善基础设施，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
供了更多的服务。２００３年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
业部等部门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
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３〕７９号）和２００６年 《国务
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０６〕５号）要求各地方行政部门切实保护农民
工的合法权益，改善就业环境，加大农民工的培
训力度。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订通过 《劳动合
同法》，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对规范用工关系、保护
权益依法维权、减少社会歧视等具有重要意义。
越来越健全的劳动就业机制和法律制度增强了现
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安全感，社会资本和
社会支持越来越多，遇到问题时越来越多的农民
工会寻求政府和法律的帮助，强关系网络作用逐
渐减少，弱关系网络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其实这几年想想，和老乡的关系慢慢淡了，现在
在这个城里过得挺好的，很多事情靠邻居、靠政
府都可以解决，也不像刚来城里的时候，都指望
着老乡帮一把。”
影响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因素还包括

城市居民对农民工身份的态度。长期的城乡二元
格局和传统观念的作用，一部分居民歧视农民工，
存在身份优越感，不愿意与农民工生活在同一个
圈子里，保持一定的 “安全距离”。［１８］长此以往，
农民工倾向于过度依赖同质性很强的强关系社会
网络，这与他们融入城市的困难性是有一定关联
的。近年来，现代化的风气越来越开放多元包容，
越来越多的居民愿意接纳农民工。２００８年刘林平
学者曾做过一次关于广州市民与农民工的交往及
其对农民工态度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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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政治社会改革和全球化浪潮，二元体制下
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在发生着变化，现代市民
更加理性地看待和接纳农民工，接近四成的人无
条件赞成农民工可以在城市落户，相当多的市民
认为农民工应该与市民一样具有同等权力享受医
疗保险、子女义务教育等权益。［１９］一项调查显示：
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５年，认为他们与市民的社会距
离缩 小 的 农 民 工 所 占 比 例 从 ３９．２％ 上 升 到
４１．３％。［２０］随着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不断加深，
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和城市关系越来越近，和农
村关系逐渐疏远。“城里人对我们的态度也变得好
了，还有很多老师同学来买水果时和我们闲聊几
句，也有人给我们送过东西。”

五、结论
本文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考察一对农民工夫

妇２０多年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生命历程，从生
命历程的动态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生活中同乡因素影
响程度的纵向变化。Ｗ夫妇从１９９２年第一次进城
开始，外来务工的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今天，２０多
年经历了三次转折点，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在发
生着变化，基本上是新时期我国农民工社会关系网
络的缩影，同乡的作用在不断减少，城市农民工乡
土气息慢慢减退，融入城市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
弱关系社会关系网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
种变化对于缩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距离，加强农
民工与城市的融合，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现代
化进程产生积极作用。
以往关于农民工社会关系的研究大多以横向视

角分析，以强关系网络为重点，突出强调其在 “熟
人社会”中凝聚和团结的作用，抵抗农民工进入城
市 “陌生社会”后所面临的冲击，亲戚、同乡所组
成的 “情感性”强关系网络是农民工融入城市最主
要的屏障；不过本项研究认为，这种横向研究视角
存在解释上的局限性，不能充分阐述社会关系网络
的动态变迁过程。而生命历程理论运用纵向分析视
角，能够较好地展现个体生命阶段的动态发展变
化。本文借助生命历程理论，考察了城乡流动日益
频繁的背景下，随着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交往融合
程度不断加深，当代农民工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强关
系网络的作用在不断减弱，业缘为主的 “工具性”
弱关系网络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本项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国家和政府应注意

到新时期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趋势，着力制
定相关政策以积极引导农民工充分就业，完善劳动
市场与信息制度，妥善解决用工问题的劳资纠纷，
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态度，同工同酬，减少对农民
工的就业限制；此外，各级政府应不断完善相关社
会保障制度，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增强农

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安全感；最后，地方政府还
应充分发挥社区的基层管理和保障功能，密切关注
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生活，主动提供帮助；积极开展
相关社区活动，加强农民工与社区居民的互动，帮
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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